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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草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7.6%,在保障我国生态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梳理了

我国从单一追求草地资源的物质生产功能,到生产和生态兼顾,再到目前的生态优先、多功能目标

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草地保护与修复政策施力点及其在遏制草地退化中的作用,分析了我国

草地修复过程中的乡土草种质资源、土壤养分和土壤微生物等制约因素,介绍了依靠自然过程,
将退化草地恢复到生物多样性、稳定性与地带性群落接近的草地近自然恢复理念与途径;凝练了

我国草地保护和修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建议在新时代草地保护与修复政策的保障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践行近自然恢复理念,引领新时代由植被到生态系统的草地保护与修复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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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是全球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各类草地总

面积超过52亿公顷,约占全球冰盖以外陆地总面积

的40%[1],其中天然草地约占陆地总面积的1/4[2]。
草地为全人类提供草畜产品的同时,兼具生物多样

性保育、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固碳等诸多

生态系统功能,是维系区域和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

植被类型和天然屏障[3]。伴随人们日益增长的畜产

品需求,一味追求草地的生产功能,导致草地过度利

用或被开垦,造成草地退化及其生态功能的持续降

低,已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4]。基于此,各国政

府均意识到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地保护与管

理,推进退化草地生态系统修复势在必行。明晰各

类草地保护、修复及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的制约因素

和关键科学问题,成为当下草业科学和恢复生态学

研究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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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草地退化现状

我国草地资源丰富。最新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明确我国草地面积为2.65亿公顷,占国土总面积

的27.6%。我国草地涵盖18个大类,以温性草原、
低地草甸、山地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草甸和温性荒

漠等类型为主,这些类型构成了我国天然草地的主

体(图1)[5]。保护我国天然草地的生物多样性、结
构完整性,修复退化草地、促进其生态系统功能提

升,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
依据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数据,我国

草地持续退化已初步遏制,但仍有约70%的草地处

于不同程度退化状态,其中约1/3处于中度和重度

退化[6,
 

7]。草地退化首先表现为植物优势种显著改

变,多样性降低、盖度和生产力下降等植被退化现

象。随后出现,土壤理化性质发生变化,沙化或盐碱

化,土壤养分含量下降,微生物群落组成和结构趋向

简单化等土壤退化现象[8]。
除过度放牧、草地开垦等人类活动以外,气候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地区的草地退化,例如,
三江源“黑土滩”次生裸地、青海湖以东的沙化草地,
巴音布鲁克沙化和毒杂草草地,位于科尔沁、浑善达

克沙地的西辽河平原流动沙地,以及锡林郭勒以西

严重退化的温性草原、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的荒漠草

原,退化现状仍然严峻[1114]。此外,西藏一江两河河

谷地区的沙化和毒杂草草地以及中国南方地区的喀

斯特石漠化草地等均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趋于严重

退化[15,
 

16]。
针对这些严重退化草地,各地区采取不同措施

促进草地恢复,其中传统的恢复方式包括自然(通过

草地自然演替实现自我恢复)、人工辅助修复(通过

人为播种、施肥或草皮移植等手段辅助草地修复)以
及生态工程修复。但通常恢复草地群落构建单一,
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弱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差,
很难 满 足 恢 复 草 地 在 生 产 和 生 态 功 能 的 可 持

续性[17]。

2 我国草地保护与修复历程

我国草地管理、保护与修复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实现“人畜两旺”
为目标的草地管理起步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致

力于生产力恢复的草地保护与管理时期、21世纪前

十年的全面推进草地保护与修复工程建设时期以及

2012年以来的生态文明思想引领草地保护与修复

的新时期(图2)。

图1 中国草地类型分布图
 

注:根据《中国草地资源》[9]提出的中国草地类型分类系统,将我国草地划分为十八类,包括热性灌草丛、热性草丛、干热

稀树灌草丛、暖性灌草丛、暖性草丛、低地草甸、山地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温性荒漠草原、温性草原化荒漠、温性荒漠、
高寒草甸、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荒漠和沼泽。草地类型依据中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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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草地资源图[10]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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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改变“靠天养畜”的草原管

理状况,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于1953年开始提倡定居

游牧[18],为我国草原政策的开端。之后我国尝试大

力推广“草库伦”建设,并在1978年相继提出“草场

围栏”“人工草场建设”试点、三北草牧场防护林工

作,然而在本时期,我国北方草地面积减小、草原退

化、草畜矛盾等问题初露端倪[19]。
改革开放以来,草地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饿怕了的“粮食情结”打破了草地与耕地之间的平

衡。我国草地面积不断减少、质量不断下降,普遍超

载过牧,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问题严重。为恢复

草地生产力,我国开始建立草地相关保护区并开始

制定草地保护相关政策法规。1982年,我国第一个

草原保护区宁夏固原县云雾山草原自然保护区成

立[20];1984年,我国牧区开始实施“草畜双承包”责
任制[21];1985年通过了《草原法》,标志着我国草地

保护利用政策规范与管理制度体系开始构建;1991
年提出建设草原管理监理体系,省、地、县三级监理

体系初步形成;1992年,草原有偿使用制度开始实

行,形成了长效稳固的草原建设投入机制。本时期

我国草地保护政策充分结合国情开展,草地生产力

退化现象得到一定遏制。

21世纪以来,一系列草地保护与修复工程启

动。2002年确定实施“退耕还草”工程,随后新修订

《草原法》;天然草原植被恢复、草原围栏建设、退耕

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草种基地建设等一系列草地

生态建设工程相继实施,并于2005年启动“草原生

态保护和建设工程”;2003年,农业农村部正式成立

草原监理中心,全国草原监理体系基本建成。这一

时期,政策导向从以生产为主向生产与生态并重以

及生态优先的政策转变,我国草地生态功能退化放

缓。从总体来看,实施生态修复区水土流失得到控

制,灌草植被覆盖度增加,生物多样性丧失得到扭

转,生态环境整体得到改善[2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于2018年正式明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引领新时代全国生态环

保工作的行动指南。2020年提出《全国重要生态系

统保 护 和 修 复 重 大 工 程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
年)》;2021年提出“完善草原保护与修复制度、推进

草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并提

出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实现路径与机

制。新时代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我国草地生

态功能的保护与修复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以祁连

山青海片区生态修复试点为例,自祁连山生态保护

工程实施以来,有效恢复了该地区约60%的草地,
植被盖度增加约1.45%,空气质量显著提升,生物

多样性显著提高[23]。在草地保护和修复较为困难的

图2 我国草地保护与修复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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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针对性部署了保护和修复方案。如2015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三江源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正式公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此后,三
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统筹推进,生态修复成效

逐步显现。综上,在这一全新时期,草地保护与修

复工作者应通过对影响草地修复制约因素的调控,
辅助草地植被和土壤修复进程更加接近自然状态、
更有效地修复群落生物多样性及稳定性,从而更好

地维 持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以 及 提 高 生 态 系 统 多 服

务性[17]。

3 我国草地生态系统修复的关键制约因子

不同类型和退化状态下草地生态系统修复的制

约因子不同[24,
 

25],查明这些关键制约因子,并研究

如何解决或降低限制程度来调控草地生态系统的修

复过程,达到生产和生态功能的协调发展和自我维

持,从而实现生态系统恢复的可持续性就显得尤为

重要。以青藏高原高寒草地为例,科研工作者基于

生态学理论,提出该区域高寒草地修复应遵循通过

乡土草种组配和补播、辅以土壤养分和微生物调控

等措施,促进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演替到植物群落和

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结构与地带性群落相接近的

“近自然恢复理念”[8,
 

17]。由于植物多样性较高的植

物群落,其生态系统通常拥有更高的抵御力与稳定

性[26],相较于草地植被覆盖度恢复的“复绿工程”,
“近自然恢复”更加重视并促进植物群落多样性的保

护和修复、努力实现草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全

面恢复[27,
 

28]。此外,在退化草地修复过程中,如仅

对草地进行补播或人工草地建植,而忽视土壤养分

和微生物群落的同步修复,植被生产力虽可能迅速

提高,但退化的土壤养分和微生物结构特征不足以

支持植物群落可持续性建植,即恢复后的生态系统

稳定性差。因此,将“近自然恢复理念”应用于我

国草地生 态 系 统 保 护 与 修 复,需 要 将“植 被—土

壤—微生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而解决乡土

草种质资源(植物制约)、土壤养分和微生物(土壤

制约),就成为我国草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关键制约

因子[17]。

3.1 乡土草种质资源

在草地保护过程中,开展围栏封育、轮牧等措

施,依靠自然演替促进自然更新,可使草地生产力和

其他生态功能逐渐恢复。这种通过对草地施加保护

措施而实现自然恢复的方法,也可用于退化草地的

恢复,但自然恢复过程通常较为漫长、恢复效果较

差。除了自然恢复,人工干预也是常见的草地修复

手段,例如免耕补播、人工草地建植等。然而,目前

普遍的现状是重新建植的草地虽然在短期内得以修

复但会二次退化。其原因可能是所使用的补播草种

单一或草皮移植的草地群落组成和结构单一,导致

修复后群落物种多样性低下,抗干扰能力不足,稳定

性差,修复效果难以持续[29]。
为提升修复效果的持续性,在退化草地的补播

修复时,应播种适应本地环境的不同功能群草种,
从而促进后续的群落构建和草地演替[8],维系修复

草地植物群落组成和结构,增强生态系统功能的稳

定性[30]。适宜的种源是建植成功和存续的前提。
一般来说,选择种子应以来源于周边天然草地的乡

土草种为宜。目前已实现商业化并大量应用于高

寒草地的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冷地早熟

禾(Poa
 

crymophila)、中华羊茅(Festuca
 

sinensis)
等,应 用 于 北 方 温 性 草 原 的 羊 草 (Leymus

 

chinensis)、披 碱 草 (Elymus
 

dahuricus)、冰 草

(Agropyron
 

cristatum)等草种,在退化草地复绿上

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这些种子多为禾本科草种,而
豆科、莎草科和杂类草的草种子不易获取,且扩繁难

度较高,导致非禾本科草种种源的缺乏,而这些非禾

本科草种是“近自然恢复”必不可少的乡土草种。由

于大多数乡土草种子不易获取,商业化草种较少,导
致难以在实际修复中广泛应用[31]。

因此,乡土草种质资源的缺乏已成为限制我国

各地区草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关键制约因子,而实现

乡土草草种大规模采集、扩繁,获取更多优质乡土草

种质资源是我们之后要关注的重点。

3.2 土壤养分

草地退化是植被和土壤的同步退化。草地补

播修复或人工草地建植后,植被覆盖度和生产力虽

可能迅速提高,但退化草地的土壤养分却未必能支

持植物群落可持续性建植。通过施肥改善土壤养

分状况来恢复退化草地的措施已相对成熟[32],但
由于不同类型和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地养分状况存

在较大的差异,通用施肥措施难以维系草地生态系

统的可持续恢复。例如,一般认为中等程度的退化

草地通常地上部的群落结构发生改变,草地生产力

下降的同时,土壤养分含量也随之降低[33],而青藏



 

 66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4年

高原地区的“黑土滩草地”地上部植被已完全丧

失,但土壤养分含量仍然充足[34]。因此,土壤养分

的制约“因地而异”,忽视草地土壤实际情况的施

肥,并不 适 宜 我 国 草 地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和 修 复 的

现状。
要实现根据草地土壤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施

肥,一要“探明病因”,即是否存在表层土壤有机质含

量、土壤氮(N)和磷(P)等养分元素的含量不足或不

匹配;二要“对症下药”,即在明确土壤养分限制情况

后,针对性地通过科学定量的施肥补足养分短板和

化学计量限制[35]。最终实现在草地生态系统保护

和恢复的整体过程中,遵循生态化学计量学的理论,
明确限制性元素,制定合理的养分调控方案,从而使

得退化草地土壤养分接近自然(退化前)状态,全面

提升补播草地和人工建植草地的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36,
 

37]。

3.3 土壤微生物

土壤微生物能帮助植物吸收、转化和利用养分

并抑制植物病害传播,从而影响植物群落的生长和

建植,是促进草地土壤形成、演化和维持植物、土
壤稳定的重要组分[3840]。其中,植物生长促进根

际 细 菌(Plant
 

Growth
 

Promoting
 

Rhizobacteria,

PGPR)可通过保护植物免受害虫、寄生虫或疾病的

侵害来提高生产力[41];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AMF)通过与植物根系形成菌

根结构,增加土壤孔隙度,其菌丝网将土壤颗粒黏结

形成团聚体,增强土壤结构稳定与抗侵蚀能力并促

进植物 对 水 分 和 养 分 吸 收[38,
 

39];外 生 菌 根 真 菌

(Ectomycorrhizal
 

Fungi,EMF)与植物根系形成共

生结构,通过菌丝网络增加土壤对植物的养分供应,
促进草地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42];生物土壤结皮

(Biological
 

Soil
 

Crusts,BSCs)中的蓝藻能够通过固

氮和改善地表土壤结构来增加土壤养分可用性[43],
使土壤重新具备保水保肥能力[40]。

由于土壤微生物对植物保护与修复具有重要作

用,已有研究发现如果条件不利于土壤生物群的发

展,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可能缓慢甚至失败[44]。因

此,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中应同步开展土壤

微生物群落组成和结构的保护与修复,这一修复理

念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13,
 

44,
 

45]。然而,在我国草

地生态系统修复实践中,配置植物根际促生菌和菌

根真菌等有益微生物制成的菌剂并将其通过种子包

衣等方式施入退化草地中等技术仍有待完善,急需

明晰各类微生物在不同类型和退化程度草地生态系

统中的作用,分离筛选来自不同类型、退化程度与植

物根系及根际土壤的本土功能微生物菌株,研制适

宜区域差异性的草地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系列微生

物菌剂,破除影响我国草地保护与修复可持续性的

土壤微生物制约因素。
综上,通过解决我国草地保护与修复中乡土草

种质资源、土壤养分和微生物制约,可在草地修复

中根据当地未退化的天然草地植物群落组成、土壤

养分状况和土壤微生物特征,制定乡土草种混播、
施肥和土壤微生物菌剂添加相结合的方式,依靠生

态过程,帮助退化草地向天然草地演替,实现“近
自然恢复理念”在我国草地生态系统恢复中的具体

应用。

4 新时代草地修复、保护与功能提升的机遇

与挑战

4.1 草地保护与修复的战略地位

草地是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主体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加强草地生态保护与修

复,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近3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我国主要草地分布的青海、西藏、内蒙古分别

进行调研,对加强草地保护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指出要坚

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保护

与修复,加强治沙、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
着力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生态系统。在新时期,以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为

目标的草地保护与修复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

策保障。

4.2 草地保护与修复的政策引导

按照《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生态保护和修复支

撑体系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部署

(图3),我国草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点区域

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

荒漠草原等)和北方防沙带(温性荒漠、温性荒漠草

原、温性草原等)为主,在黄河重点生态区(温性草原

化荒漠、温性荒漠草原、温性草原等)、长江重点生态

区(热性草丛类、热性灌草丛类等)、东北森林带(低
地草甸、温性草甸草原等)、南方丘陵山地带(低地草

甸、暖性灌草丛类、暖性草丛类等)也有重要分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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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草地类型在不同的生态区和功能带发挥着生物多

样性保育、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碳固存等

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表1)。

4.3 草地保护与修复的科技支撑

随着我国草地保护与修复工作进入全新时期,
政府和科研单位在推进草地保护与修复,构筑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做出巨大的努力。我国科技部在“十
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发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该专项面向落实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维持国家生态安全的总体需求,
以典型脆弱生态区为重点区域,重点支持生态监测

预警、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退化草地修复等

技术研发与典型示范,几乎囊括了我国“三区四带”
涉及的全部草地类型及主要生态系统功能(表2)。
目前,该专项已启动超过40余项涉及草地生态保护

与修复的重点研发项目[46],研究地域遍布全国主要

草地分布区,为科学指引、合理应用草地生态保护和

修复技术提供了科技保障。

图3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重点区域分布

表1 “三区四带”主要草地类型与主要生态系统功能

区域 主要草地类型 主要生态系统功能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 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 生物多样性保育、水源涵养、碳固存

黄河重点生态区 温性草原化荒漠、温性荒漠草原、温性草原 水土保持、水源涵养

长江重点生态区 热性草丛类、热性灌草丛类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育、水土保持

南方丘陵山地带 低地草甸、暖性灌草丛类、暖性草丛类 水土保持、碳固存

北方防沙带 温性荒漠、温性荒漠草原、温性草原 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源涵养

东北森林带 低地草甸、温性草甸草原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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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及其服务的生态系统主要功能

区域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重点关注的生态系统主要功能

青藏

高原

生态

屏障

区

典型高寒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及机制(2016YFC0501800)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三江源区退化高寒生态系统恢复技术及示范(2016YFC0501900) 植被恢复、水源涵养等

西藏退化高寒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及示范(2016YFC0502000) 生物多样性保育、水源涵养等

川西北和甘南退化高寒生态系统综合整治(2017YFC0504800) 生物多样性保育、水土保持等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主要物源制约因子及其应用技术研发(2019YFC0507700) 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评估、预警与监控关键技术研究(2019YFC0507400) 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保育、水土保持等

黄河

重点

生态

区

黄土高原区域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和维持机制研究(2016YFC0501600) 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术及示范(2016YFC0501700) 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

黄土高原人工生态系统结构改善和功能提升技术(2017YFC0504600) 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及坡面治理工程的生态安全保障技术与示范
(2017YFC0504700)

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

长江

重点

生态

区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技术(2016YFC0502800) 植被恢复、水源涵养等

西南生态安全格局形成机制及演变机理(2016YFC0502100) 生物多样性保育、水源涵养等

喀斯特峰丛洼地石漠化综合治理与生态服务功能提升技术研究示范
(2016YFC0502400)

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

西南干旱河谷区生态综合治理及生态产业发展技术研发(2017YFC0505100) 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

西南高山亚高山区工程创面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技术(2017YFC0504900) 植被恢复、碳固存等

西南高山峡谷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技术(2017YFC0505200) 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西南高山亚高山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技术研究(2017YFC0505000) 生物多样性保育、碳固存等

南方

丘陵

山地

带

闽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及海岸带生态修复技术(2016YFC0502900) 生物多样性保育、水源涵养等

南方丘陵山地屏障带生态系统服务提升技术研究与示范(2017YFC0505600) 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

南方红壤低山丘陵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2017YFC0505400) 水土保持等

漓江流域喀斯特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2019YFC0507400) 植被恢复、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北方

防沙

带

荒漠化退化草地治理技术及示范(2016YFC0500500) 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

内蒙古干旱荒漠区沙化土地治理与沙产业技术研发与示范(2016YFC0501000) 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

中国北方半干旱荒漠区沙漠化防治关键技术与示范(2016YFC0500900) 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

新疆干旱区盐碱地生态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2016YFC0501400) 生物多样性保育、水土保持等

北方草甸退化草地治理技术与示范(2016YFC0500600) 植被恢复等

北方农牧交错带草地退化机理及生态修复技术集成示范(2016YFC0500700) 生物多样性保育、植被恢复等

河套平原盐碱地生态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2016YFC0501300) 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

京津冀风沙源区沙化土地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6YFC0500800) 防风固沙等

东部草原区大型煤电基地生态修复与综合整治技术及示范(2016YFC0501100) 植被恢复等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技术研究(2016YFC0503000) 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

鄂尔多斯高原砒砂岩区生态综合治理技术(2017YFC0504500) 生物多样性保育、防风固沙等

沙区生态产业技术推广模式及政策研究(2017YFC0506700) 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

西北荒漠—绿洲区稳定性维持与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技术研发与示范
(2017YFC0504300)

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

西北干旱荒漠区煤炭基地生态安全保障技术(2017YFC0504400) 防风固沙、植被恢复等

基于低覆盖度理论的防沙治沙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研究(2018YFC0507100) 防风固沙等

雄安新区生态基础设施及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技术(2018YFC0506900) 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育

北方风沙区油沙豆防风固沙技术研究与示范(2019YFC0507600) 防风固沙等

东北

森林

带

东北苏打盐碱地生态治理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2016YFC0501200)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育、碳固存等

东北黑土区侵蚀沟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2017YFC0504200) 生物多样性保育、水源涵养等

东北天然次生林抚育更新技术研究与示范(2017YFC0504100) 植被恢复、水源涵养等

东北黑土区坡面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术(2018YFC0507000) 水土保持等

全国

生态技术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及全球生态治理技术评价(2016YFC0503700) 碳固存等

城市化与区域生态耦合及调控机制(2017YFC0505700) 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监测技术及指标体系(2017YFC0503900) 碳固存

“两屏三带”生态系统服务格局化(2018YFC0507300) 生物多样性保育、水源涵养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设计与评估技术(2018YFC050720) 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美丽中国”生态建设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及分区管理研究(2019YFC0507800)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育、碳
固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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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
“创建生态草牧业科技体系”正处于执行期。该专项

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牵头,聚集60余家科研单

位,在权衡草地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围绕我国

生态草牧业展开了系统的集成性研究。随着上述项

目的开展,基于各种草原类型区试验点的多年研究,
退化草地演变规律和内在机理被不断阐释,新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稳步推进,极大促进了我国退化草原

的治理能力,为全面实现草地保护、修复以及生态系

统功能提升提供了科技支撑[47]。

5 未来草地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需要解决

的关键科学问题

  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

实践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国草地状况整体上

趋于向好,但仍有大面积草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
一些原生草地逐步丧失。未来在理论和技术方面,
亟待回答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1)
 

制约不同类型和退化程度草地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的关键制约因子是什么? 在生态系统恢复

过程中如何调控这些制约因子?
(2)

 

如何利用空—天—地的先进技术,在空间

上对草地健康进行快速的诊断,对草地的恢复成效

进行精准的监测?
(3)

 

如何通过优良乡土草种的筛选、品种培育、
扩繁、组配,结合土壤养分及微生物调控,研发不同

类型退化草地的“近自然恢复”技术体系,实现恢复

草地的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如何研发和集成各类退化草地的恢复技

术,实现在景观尺度上、区域尺度上、流域尺度上的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化恢复和功能提升?
(5)

 

如何在区域尺度上开发生态恢复与富民措

施相结合和的生态产品,实现由下到上可持续的生

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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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land
 

accounts
 

for
 

27.6%
 

of
 

Chinas
 

land
 

are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ecological
 

security
 

of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from
 

a
 

single
 

pursuit
 

of
 

material
 

production
 

function
 

of
 

grassland
 

resources,
 

to
 

the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and
 

to
 

the
 

current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multi-functional
 

goal
 

management,
 

analyzed
 

the
 

changes
 

in
 

the
 

empha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grassland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olicy
 

in
 

China,
 

and
 

its
 

role
 

in
 

curbing
 

grassland
 

degradation,
 

and
 

analyzed
 

the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germplasm
 

resource
 

of
 

native
 

grasses,
 

soil
 

nutrients
 

and
 

soil
 

microorganis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grassland
 

restoration,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close-to-nature
 

restoration
 

of
 

grassland
 

by
 

relying
 

on
 

the
 

natural
 

processes
 

to
 

restore
 

the
 

degraded
 

grassland
 

to
 

an
 

ecosystem
 

whose
 

biodiversity
 

and
 

stability
 

is
 

close
 

to
 

that
 

of
 

the
 

regional
 

community;
 

and
 

the
 

key
 

scientific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futur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grasslands
 

in
 

China
 

were
 

condensed.
 

It
 

is
 

suggested
 

that
 

under
 

the
 

guarantee
 

of
 

grassland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olicy
 

in
 

the
 

new
 

era,
 

respecting
 

and
 

complying
 

with
 

nature,
 

and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close-to-nature
 

restoration
 

will
 

lead
 

the
 

grassland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from
 

vegetation
 

to
 

ecosyste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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